
知识产权保护与对外直接
投资逆向技术溢出

———基于南北产品周期模型的分析

陈晓林　 　 陈培如

摘要：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主动寻求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重

要渠道之一， 而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技术回流和技术扩散两个方面影响对外直接投

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 本文首次在基于垂直创新的南北产品周期模型中引入发展

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作为国际技术流动的路径， 并深入探讨了母国知识产

权保护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作用， 识别了其对跨国企业自身技术回流以

及跨国企业对本土企业技术扩散的异质性影响。 理论研究结果表明： 知识产权保护

对跨国企业技术回流具有促进作用， 而与本土企业的技术模仿存在倒 “Ｕ” 型关

系。 从整体上看， 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有利于

提高发展中国家整体技术水平。 利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现实数据的数值模拟结果还发

现： 相较于跨国企业的技术回流， 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扩散的影响程度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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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 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二， 部分科技领域也已

经处于世界前列， 这打破了原来制造业领域我国从事中低端生产而发达国家专注于

高端制造业的互补关系。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其领先地位， 通过限制关

键设备、 中间品和技术出口等途径打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如中兴通讯、 华为

等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均受美国芯片出口管制的重大威胁。 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环

境， 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刻指出： “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拓合作共赢新

局面； 坚持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 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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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国际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对外直接投资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ＤＩ） 可以依托中国大市场优势， 通过跨国子公司深度参与国际合作， 获取发达

国家的先进设备等关键中间品、 以及当地优秀的人力资本， 并借助东道国良好的科

研基础， 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 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

“坚持开放创新， 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的重要形式之一。
事实上， 众多中国企业也正在加快铺设全球研发网络以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绩

效， 如华为已在瑞典、 美国等国家设立多个海外研发中心和联合创新中心， 海尔的

１０大研发中心也有 ８个设在海外。 特别是在 ２０１７ 年国家限制非理性对外直接投资

后， 我国对外投资结构明显改善， 研发类绿地投资项目数量占比大幅提升，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年连续两年占比接近十分之一 （见图 １）。 从表 １ 可知，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研

发类绿地投资项目大多投资于发达经济体。 即使是在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新冠疫

情全球流行的 ２０２０年， 中国的研发类绿地投资项目数量也仅次于 ２０１９年， 总计 ３５
项投资中有 ３０项标的国是发达经济体。 这说明研发类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因为国

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而减少， 这也符合当前国家引导对外投资健康发展的

要求。
然而，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知识产权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ＰＲ） 保护制度仍不完善， 跨国企业通过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先进技术

回流母国后存在被学习和模仿的风险。 一般认为， 强知识产权保护能鼓励创新， 而

弱知识产权保护则有利于技术的模仿和扩散。 那么， 母国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

鼓励跨国企业海外研发成果回流、 技术跟进企业模仿吸收的影响是否也存在类似的

线性关系？ 整体而言， 母国知识产权保护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

术溢出？ 深入剖析这些问题， 将为我国科学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以更有效利用企

业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反馈提升我国科技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图 １　 中国研发类绿地投资项目数量占比

资料来源： ｆＤｉ Ｍａｒｋｅｔ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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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国研发类绿地投资项目

年份 Ｒ＆Ｄ项目数量 （项） 投资于发达经济体的项目数量 （项） 占比 （％）

２００７ ４ ３ ７５

２００８ ３ ３ １００

２００９ ７ ４ ５７

２０１０ ６ ４ ６７

２０１１ ４ 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２ ４ 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３ ８ 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４ ７ ７ １００

２０１５ ６ ３ ５０

２０１６ １１ ９ ８２

２０１７ １４ １０ ７１

２０１８ ２２ １７ ７７

２０１９ ５８ ３８ ６６

２０２０ ３５ ３０ ８６

本文将发展中国家 （南国） 向发达国家 （北国） 的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作为技术传导路径引入垂直创新的南北产品周期模型， 并基于该扩展性模型从理论

上分析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对南国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方向。 同时， 利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 通过数值

模拟验证理论结论， 并进一步得到母国 ＩＰＲ 保护强度变化的影响力度差异。 核心

贡献主要体现在： 一是理论方面， 本文首次构建包含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 的垂直创新

南北产品周期模型， 突出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技术流转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机制方

面， 厘清 ＩＰＲ 保护影响一国经由 ＯＦＤＩ 提升技术水平的两条路径， 即 ＯＦＤＩ 企业技

术回流的直接效应以及对本土企业的技术扩散效应。 三是方法方面， 采用理论模型

严格推导判断 ＩＰＲ保护对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方向， 并通过数值模拟得到具

体的影响程度， 避免实证研究中由于样本选择偏差等导致的结论不一致的问题。

一、 文献回顾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分为两类： 一类是关于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知识产权

保护的影响研究； 另一类聚焦于垂直创新的南北产品周期模型的演化过程。
自 Ｋｏｇｕｔ和 Ｃｈａｎｇ （１９９１） ［１］开创性地提出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猜想以来， 大量

学者就其存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 大多数学者认为， 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积极的逆向

技术溢出效应 （Ｄｒｉｆ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Ｍｅｎｇｈｉｎｅｌｌｏ， ２０１０［２］； Ｊｉｍéｎ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３］； 毛其淋

和许家云， ２０１４［４］； 周经和黄凯， ２０２０［５］）。 特别地， 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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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也发现了一致的规律 （Ｎａｉ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６］； 陈培如和冼国明，
２０２０［７］； 李梅和柳士昌， ２０１２［８］）。 ＯＦＤＩ通过海外研发成果反馈、 研发成本分摊、
直接技术转移、 竞争效应等方式可以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９］；
杨连星和刘晓光， ２０１６［１０］； 赵伟等， ２００６［１１］ ）。 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这种技术的外

溢效应是否存在取决于投资国的吸收能力， 如制度环境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３） ［１２］、 人力

资本水平 （Ａ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１３］、 技术差距 （杜龙政和林伟芬， ２０１８） ［１４］等因素。
而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其对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受到了

关注， 但该领域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 所形成的文献有限。 李梅等 （２０１４） ［１５］、
李平和史亚茹 （２０１９） ［１６］基于中国省际数据均发现，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显著增强了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但靳巧花和严太华 （２０１７） ［１７］、 李勃昕等

（２０１９） ［１８］却认为 ＩＰＲ保护只有达到一定水平时， 才有利于 ＯＦＤＩ 的逆向技术溢出，
低 ＩＰＲ保护会制约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 而国外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 ＩＰＲ 保护对

ＩＦＤＩ （Ｉｎ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而非 ＯＦＤＩ 技术外溢的影响， 如 Ｂｒａｇａ 和

Ｆｉｎｋ （２０００） ［１９］、 Ｋｌｅｉｎ （２０１８） ［２０］。
以上知识产权保护与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关系的研究基本立足于宏观层面的经

验分析， 且结论存在明显争议。 实际上， 实证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往往依赖于数据的

准确性、 模型设定的合理性等。 另外， 鲜少文献对二者的传导机制进行定量检验，
尤其是在 ＩＰＲ保护对跨国企业技术回流和本土企业技术模仿的影响机制差异的识

别上更是匮乏。 跨国企业的技术回流， 即 ＯＦＤＩ 企业子公司对母公司的技术流转过

程， 视为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的 “直接效应”； 而本土企业的技术模仿， 即 ＯＦＤＩ企
业对本土企业的技术转移过程， 视为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的 “扩散效应”。 厘清

ＩＰＲ保护对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影响的差异对确定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取向具有重要

意义。
关于垂直创新的南北产品周期模型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不同国际技术流转渠道下

南国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垂直创新的南北产品周期模型是由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ｌｐ⁃
ｍａｎ （１９９１） ［２１］所提出， 他们将垂直创新机制引入了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认为

只有北国企业具备创新能力， 南国企业通过模仿获取生产技术， 且国际贸易是其模

仿北国企业的唯一渠道。 此后， ＧＨ模型成为学者们研究发达国家创新、 技术向发

展中国家流转动态过程的基本分析框架。 已有文献除了部分沿用 ＧＨ模型的设定继

续将贸易途径作为北国先进技术向南国扩散的唯一渠道外， 主要的扩展方向是将技

术许可和北国向南国的直接投资这两个常见的国际技术流转渠道引入该分析框架。
Ｙａｎｇ和Ｍａｓｋｕｓ （２００１） ［２２］首先将技术许可作为北国向南国流转技术的渠道引入 ＧＨ
模型， 他们认为北国技术领先者除了被动等待南国模仿者， 也可以主动将技术通过

许可的方式让南国企业使用， 这可以避免被模仿的风险， 并在此基础上他们探讨了

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对全球创新水平的影响。 后续学者使用包含技术许可的 ＧＨ模型

框架分别探讨了生产补贴 （Ｇ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Ｓａｇｇｉ， ２００２ａ） ［２３］、 许可费率 （Ｔａｎａｋ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２４］等对全球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影响。 Ｇｌａｓｓ 和 Ｓａｇｇｉ （２００２ｂ） ［２５］认为北国到

南国的 ＦＤＩ也是国家间技术流动的重要途径， 故将 ＦＤＩ引入 ＧＨ模型。 而后， 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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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使用包含 ＦＤＩ的 ＧＨ模型框架分析南国 ＩＰＲ 保护对全球技术创新、 技术模仿、
两国福利水平等的影响 （ Ｄｉｎｏｐｏｕｌｏｓ ａｎｄ Ｓｅｇｅｒｓｔｒｏｍ， ２０１０［２６］； Ｉｗａｉｓａｋ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２７］）。 也有学者应用该框架从货币政策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８） ［２８］、 研发效率异质性

（Ｌｕ， ２００７） ［２９］以及不完全契约 （Ｈｅ ａｎｄ Ｙｕ， ２０１８） ［３０］等角度对全球创新、 技术流

转等进行探究。
已有垂直创新的南北产品周期模型已经包含了贸易、 技术许可和 ＦＤＩ三个北国

向南国转移技术的渠道， 并对这三个渠道从多维度展开分析， 形成了丰富的研究结

论。 然而， 众多实证文献表明， 南国的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其主动获取发

达国家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 他们进行理论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时多将 ＯＦＤＩ 与贸

易、 ＦＤＩ等因素作为并列的国际技术传播渠道， 如 Ｂｏｄｍａｎ 和 Ｌｅ （２０１３） ［３１］、 陈培

如和冼国明 （２０２０）， 但目前尚未有学者将南国的 ＯＦＤＩ 渠道引入 ＧＨ 模型。 究其

原因， 是已有 ＧＨ模型的相关研究多立足于北国， 其关注的重点是不同因素对北国

技术创新及福利的影响。 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经过多年的发展， 已有众多企业

跻身世界 ５００强， 越来越多的企业具备 “走出去” 的实力。 因此， 在 ＧＨ模型中加

入与贸易、 ＦＤＩ等同等重要的 ＯＦＤＩ 作为国际技术流转渠道， 并立足于南国探讨南

国跨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扩散是对 ＧＨ模型的有益扩展和补充。
综上所述， 本文的边际贡献是： 基于垂直创新的 ＧＨ模型框架， 加入南国向北

国的直接投资作为南国获取技术的渠道， 构建一个两国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通过求解稳态均衡系统方程深入分析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对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的影

响， 并甄别 ＩＰＲ保护对跨国企业技术创新及本土企业技术模仿的作用机制差异。

二、 理论模型

本文在垂直创新的南北产品周期模型中引入南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 为简化分

析， 将该渠道设定为北国技术向南国转移的唯一途径。 假设全球只有北国 （Ｎ） 和

南国 （Ｓ） 两个国家， 两国劳动力 ＬＮ 和 ＬＳ 恒定。 借鉴已有南北产品周期模型的设

定， 假设只有北国劳动力具备创新能力， 北国劳动力可以选择进行创新研发或从事

生产活动， 而南国劳动力只能从事生产活动。 模型包含消费者和企业两类市场主

体， 全球企业分为三类： 北国企业 （Ｎ）、 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 （Ｏ） 和南国本土企业

（Ｄ）。 北国企业在北国从事创新研发和生产活动； 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通过在北国设立

的研发子公司进行创新研发， 再利用母国的劳动力进行生产； 南国本土企业通过模

仿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获得生产技术后在南国进行生产。 借鉴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８）、 Ｉｗａｉｓａｋｏ
等 （２０１７） 的设定， 将创新研发对象设定为全球所有产品， 且当最新一代产品研

发成功后， 其他企业即可获得上一代产品的生产技术。 南国 ＩＰＲ 保护强度与本土

企业对 ＯＦＤＩ企业的模仿强度成反比， 会通过跨国企业的 ＯＦＤＩ 行为和本土企业的

模仿行为两个途径对南国 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产生影响。 本文模型的产品周

期流动和 ＩＰＲ保护的作用机制如图 ２所示。
（一） 消费者行为

假设全球产品数量恒定并将其标准化为 １， ｊ ∈ ０， １[ ] 代表具体的产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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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ＩＰＲ保护在产品周期中的作用机制

每类产品的初始质量均为 １， 北国企业或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的北国子公司研发成功后，
质量提升到原来的 λ 倍 （λ ＞ １） 。 产品 ｊ 经过 ｍ 次创新后的质量记为 ｑｍ ｊ( ) ＝ λｍ 。
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产品类型和产品质量水平。 与众多南北产品周期模型一样， 消

费者模块直接借鉴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１） 的设定， 认为消费者具有无限生

命， 所有消费者偏好一致。 ｉ∈ Ｎ， Ｓ{ } 国代表性消费者的跨期效用函数为

Ｕｉ ＝ ∫¥
０
ｅ －ρｔ ｕｉ（ ｔ）ｄｔ （１）

其中， ρ 为主观贴现率， ｕｉ（ ｔ） 表示 ｉ 国代表性消费者在 ｔ 时刻的瞬时效用函数。

ｕｉ（ ｔ） ＝ ∫１
０
ｌｎ ∑

ｍ
ｑｍ（ ｊ） ｘｉ

ｍｔ（ ｊ）[ ] ｄｊ （２）

其中， ｘｉ
ｍｔ（ ｊ） 表示 ｔ时刻 ｉ国代表性消费者对质量提升 ｍ次后的产品 ｊ的消费量。

消费者预算约束为

∫¥
０
ｅ －∫ｔ０ｒ（ ｓ）ｄｓ Ｃ ｉ（ ｔ）ｄｔ ＝ ∫¥

０
ｅ －∫ｔ０ｒ（ ｓ）ｄｓ ωｉ（ ｔ）ｄｔ （３）

其中， ｒ（ ｔ） 为 ｔ 时刻的无风险收益率， Ｃ ｉ（ ｔ） 和 ωｉ（ ｔ） 分别表示 ｔ 时刻 ｉ 国代表性

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和工资收入。 Ｃ ｉ（ ｔ） 满足

Ｃ ｉ（ ｔ） ＝ ∫１
０
∑
ｍ

ｐｍｔ（ ｊ） ｘｉ
ｍｔ（ ｊ）[ ] ｄｊ （４）

其中， ｐｍｔ（ ｊ） 表示 ｔ 时刻质量提升 ｍ 次后的产品 ｊ 的价格。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分三步求解。 第一步先求解消费者对同一类型产品

的质量水平选择问题， 即在给定某类产品消费额的前提下， 消费者会将其消费额如

何分配到不同质量水平的产品上。 由 （２） 式代表性消费者瞬时效用函数的设定形

式可知， 对任意一类产品 ｊ ， 消费者只会消费质量调整价格 ｐｍｔ（ ｊ） ／ ｑｍ（ ｊ） 最低的产

品。 后续产品定价规则可以保证质量调整价格最低的产品是唯一的， 将该产品对应

的价格记为 ｐｔ（ ｊ） ， 质量记为 ｑｔ（ ｊ） ， 相应地， ｉ 国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量记

为 ｘｉ
ｔ（ ｊ） 。
第二步求解消费者单期效用最大化问题。 由第一步的结果， （２） 式和 （４）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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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写为

ｕｉ（ ｔ） ＝ ∫１
０
ｌｎ ｑｔ（ ｊ） ｘｉ

ｔ（ ｊ）[ ] ｄｊ （２′）

Ｃ ｉ（ ｔ） ＝ ∫１
０
ｐｔ（ ｊ） ｘｉ

ｔ（ ｊ）ｄｊ （４′）

在 （４′） 式的约束下根据 （２′） 式求解单期效用最大化问题， 可以得到 ｉ 国代

表性消费者在 ｔ 时刻对 ｊ 类产品的需求量为

ｘｉ
ｔ（ ｊ） ＝ Ｃ ｉ（ ｔ） ／ ｐｔ（ ｊ） （５）

记 Ｃ（ ｔ） ＝ ＣＮ（ ｔ） ＬＮ ＋ ＣＳ（ ｔ） ＬＳ ， 表示 ｔ 时刻全球总消费水平， 则 ｔ 时刻 ｊ 类产品

面临的全球总需求为 ｘｔ（ ｊ） ＝ Ｃ（ ｔ） ／ ｐｔ（ ｊ） 。
第三步求解消费者跨期效用最大化问题。 利用 （２′） 式和 （４′） 式， （１） 式

可以改写为

Ｕｉ ＝ ∫¥
０
ｅ －ρｔ∫１

０
ｌｎ ｑｔ（ ｊ） Ｃ ｉ（ ｔ） ／ ｐｔ（ ｊ）[ ] ｄｊｄｔ （１′）

在 （３） 式的约束下， 根据 （１′） 式求解消费者跨期效用最大化问题， 可以得

到消费欧拉方程

Ｃ ｉ

˙

（ ｔ）
Ｃ ｉ（ ｔ）

＝ ｒ（ ｔ） － ρ （６）

（二） 生产活动

已有产品周期模型相关研究多立足于北国， 主要关注北国企业创新成功后如何

通过技术许可或 ＦＤＩ等途径将生产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廉的南国， 研究重点是北国

企业。 而本文立足于南国， 主要关注的是南国企业如何通过 ＯＦＤＩ 途径到北国获取

先进技术， 因此不考虑北国企业的技术许可和 ＦＤＩ， 设定北国企业的创新研发和生

产活动都只在北国进行。 南国企业分为 ＯＦＤＩ 企业和本土企业， 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在

北国设立研发子公司专门从事创新研发活动， 研发成功后将技术回流到南国， 在南

国进行产品生产； 而南国本土企业只能通过模仿 ＯＦＤＩ 企业取得最新一代产品的生

产技术。
假设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 所有企业生产一单位产品均需要一单位劳动力

投入。 因此， 各类企业所面临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均等于生产所在地的工资水

平。 本文将南国工资水平标准化为 １， 并设定北国工资水平为 ω ①， 则 ω 也表示北

国与南国的相对工资。 企业之间采用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模式， 将自己相对于竞争对手的

质量调整价格设定为对方的生产成本， 迫使对方退出生产， 自己独占全球市场。 北

国企业创新成功后， 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和南国本土企业均可生产上一代产品， 他们的

单位生产成本为 １， 但北国企业的质量是他们的 λ 倍， 故北国企业会将其相对质量

调整价格定为 １， 即 ｐＮ ／ λ ＝ １， 从而北国企业产品价格为 ｐＮ ＝ λ 。 需要说明的是，
为使北国企业利润为正， 必然有 λ ＞ ω 。 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在北国的子公司创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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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其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是南国本土企业， 与北国企业类似的， 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的

质量调整价格也会定为 １， 故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产品价格 ｐＯ ＝ λ 。 而南国本土企业模

仿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的生产技术后， 其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均与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无异，
故价格定为 ｐＤ ＝ １， 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无法再获取垄断利润。 因此， 北国企业和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创新成功后的瞬时利润分别为

　 　 　 　 πＮ ＝ Ｃ（１ － ω
λ
） （７）

πＯ ＝ Ｃ（１ － １
λ
） （８）

（三） 研发活动

参照已有垂直创新模型， 本文假设创新研发活动可自由进入， 且创新研发成功

是一个 Ｐｏｉｓｓｏｎ过程。 创新成功的概率只取决于当前时期的投入强度， 而与成功之

前所有时期的研发投入无关。 记北国企业的创新研发强度为 ιＮ ， 则在足够小的时

间间隔 ｄｔ 内成功创新出新一代产品的概率为 ιＮｄｔ 。 根据 Ｐｏｉｓｓｏｎ过程的性质， 相同

时点出现两家或以上企业同时研发成功的概率为无穷小量， 因此认为不会同时出现

多家创新企业同时创新成功后陷入价格战， 即只要创新成功即可独占全球市场、 获

取垄断利润。 北国企业为达到研发强度 ιＮ ， 在 ｄｔ 时间内需投入 ａＮ ιＮｄｔ 单位劳动力

从事创新研发活动， ａＮ 称为北国企业创新研发劳动力投入系数 （ａＮ≥１） 。 类似的，
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的创新研发强度和创新研发劳动力投入系数分别用 ιＯ 和 ａＯ 表示，
则其在 ｄｔ 时间内的劳动力投入量和创新成功概率分别为 ａＯ ιＯｄｔ 和 ιＯｄｔ 。 由于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需要对北国研发子公司进行跨国管理， 因此假定在相同研发强度下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的创新研发劳动力投入量要稍多于北国企业， 具体设定 ａＯ 的上限为 η
ａＮ ， 其中 η ＝ （λ２ － λ） ／ （λ２ － λω ＋ ω） 。

获得垄断利润是两类创新企业从事创新研发活动的动机， 用 ｖＮ 表示北国企业

的价值， 则当北国企业的创新研发强度为 ιＮ 时， 北国企业从事创新研发活动的预

期收益为 ｖＮ ιＮｄｔ ， 对应的创新研发成本为 ω ａＮ ιＮｄｔ 。 因此，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北

国企业会希望创新研发利润 ｖＮ ιＮｄｔ － ω ａＮ ιＮｄｔ ＝ （ｖＮ － ω ａＮ） ιＮｄｔ 越大越好。 由研发

活动的自由进入条件可知， ｖＮ － ω ａＮ≤０， 若 ｖＮ － ω ａＮ ＜ ０， 则北国企业的最优选择

是不进行创新研发， 即 ιＮ ＝ ０。 综合上述分析， 为得到正的创新研发强度， 必然有

ｖＮ ＝ ω ａＮ （９）
类似的， 当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创新研发强度大于零时， 企业价值为

ｖＯ ＝ ω ａＯ （１０）
根据无套利条件， 消费者持有北国企业资产的回报必须等于无风险市场收益率

ｒ。 一家北国企业的产品一旦被其他北国企业或者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创新成功， 就会

失去领先优势，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的结果使其失去所有垄断利润并退出生产。 因此， 北

国企业的无套利条件为

πＮ

ｖＮ
＋ ιＯ
０ － ｖＮ
ｖＮ

＋ ιＮ
０ － ｖＮ
ｖＮ

＝ ｒ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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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不同的是， 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除了同样面临被其他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和北国企

业成功创新的风险， 还面临着被南国本土企业模仿的风险， 一旦其他企业创新或者

模仿成功， 则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的价值将归零。 南国本土企业对 ＯＦＤＩ 企业的模仿率

由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ｋ∈（０， ＋ ¥） 决定， ｋ 取值越高表示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越大， 此时模仿率越小， 反之模仿率越大， 故设定南国本土企业的模仿率为

１ ／ ｋ 。 因此， 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的无套利条件表示为

πＯ

ｖＯ
＋ ιＯ
０ － ｖＯ
ｖＯ

＋ ιＮ
０ － ｖＯ
ｖＯ

＋ １
ｋ
０ － ｖＯ
ｖＯ

＝ ｒ （１２）

由 （１１） 和 （１２） 式可以求解出北国企业和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市场价值的另一种

表达形式

ｖＮ ＝
πＮ

ｒ ＋ ιＯ ＋ ιＮ
（１３）

ｖＯ ＝
πＯ

ｒ ＋ ιＯ ＋ ιＮ ＋ １ ／ ｋ
（１４）

（四） 劳动力市场出清

假设劳动力不可跨国流动， 在任意一国内部可以自由流动， 而且任何时候工资

都在进行调整以保证充分就业。 北国劳动力用于创新研发和生产两类活动， 由于北

国企业的创新对象为全球所有产品， 前文已经将全球产品总数标准化为 １， 故北国

企业投入于创新研发的劳动力数量为 ａＮ ιＮ 。 类似的， 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在北国雇佣

ａＯ ιＯ 劳动力从事创新研发活动。 记北国企业的企业数量为 ｎＮ ， 则北国从事最终品

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为 ｎＮＣ ／ λ 。 因此， 北国劳动力市场出清方程为

ａＮ ιＮ ＋ ａＯ ιＯ ＋ ｎＮ
Ｃ
λ

＝ ＬＮ （１５）

南国劳动力全部用于生产活动， 具体包括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和南国本土企业两类

企业的最终品生产。 记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和本土企业的数量分别为 ｎＯ 和 ｎＤ ， 则两类

企业的劳动力需求量分别为 ｎＯＣ ／ λ 和 ｎＤＣ 。 因此， 南国劳动力市场出清方程为

ｎＯ
Ｃ
λ

＋ ｎＤＣ ＝ ＬＳ （１６）

三、 稳态均衡及性质

（一） 稳态均衡系统方程

与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１） 等文献一样， 本文求解各类企业数量、 消费

及相对工资水平不变的稳态均衡状态。
北国企业数量不变要求新进入的北国企业与退出的北国企业数量一样， 北国企

业数量随着潜在北国企业对南国两类企业产品的创新成功而增加， 随着在位北国企

业产品被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创新成功而减少。 即

ιＮ（ｎＯ ＋ ｎＤ） ＝ ιＯ ｎＮ （１７）
类似的， 南国本土企业随着对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生产技术的模仿成功而增加，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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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产品被北国企业或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创新成功而减少。 要使南国本土企业数量不

变， 必须有

１
ｋ

ｎＯ ＝ （ ιＮ ＋ ιＯ） ｎＤ （１８）

此外， 三类企业数量总和与全球产品种类数量之和一致， 即

ｎＮ ＋ ｎＯ ＋ ｎＤ ＝ １ （１９）
由于稳态均衡时每期消费恒定， 由 （６） 式容易推出无风险收益率 ｒ 恒等于 ρ 。

将 （９） 和 （１３） 式代入 （７） 式， 联合 ｒ ＝ ρ 可得北国企业创新研发均衡条件为

Ｃ（１ － ω
λ
） ＝ ω ａＮ（ρ ＋ ιＯ ＋ ιＮ） （２０）

联立 （８）、 （１０）、 （１４） 式和 ｒ ＝ ρ ， 整理可得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创新研发均衡条

件为

Ｃ（１ － １
λ
） ＝ ω ａＯ（ρ ＋ ιＯ ＋ ιＮ ＋ １

ｋ
） （２１）

至此完成了对本文模型稳态均衡的描述， 稳态均衡系统由 （１５） 至 （２１） 式

共 ７个方程构成， 对应的 ７个内生变量为 Ｃ， ω， ιＮ， ιＯ， ｎＮ， ｎＯ， ｎＤ{ } 。
（二） 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技术回流 （直接效应） 的影响

在本文模型中， 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 且是唯一掌握该产品最先进生产技

术的在位企业。 因此， 每类企业的数量也代表该类企业的技术存量总和。 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技术总量可以用 ｎＯ 表示。
联合 （２０） 式和 （２１） 式， 消去 ρ ＋ ιＯ ＋ ιＮ 项， 整理可得

Ｃ
ω ａＯ
（１ － １

λ
） － Ｃ

ω ａＮ
（１ － ω

λ
） ＝ １

ｋ
（２２）

由于均衡时消费和工资均不变， 根据 （３） 式可以看出消费者会将其当期收入

全部用于消费， 北国消费者的总消费额为 ωＬＮ ， 而南国总消费额为 ＬＳ ， 所以 Ｃ ＝ω
ＬＮ ＋ ＬＳ 。 代入 （２２） 式可得

ω ＬＮ ＋ ＬＳ

ω ａＯ
（１ － １

λ
） －

ω ＬＮ ＋ ＬＳ

ω ａＮ
（１ － ω

λ
） ＝ １

ｋ
（２３）

注意到上式只包含 ω 一个内生变量， 因此可以利用隐函数求导法则求解 ω 对 ｋ
的导数， 如 （２４） 式， 从而得到均衡时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两国相对工资水

平的影响方向。
ｄω
ｄｋ

＝
λω ａＮＣ

ｋ（λ ａＮ ＬＳ － ｋ Ｃ２）
（２４）

观察 （２４） 式可以发现， 只要确定 λ ａＮ ＬＳ － ｋＣ２ 的正负就可得到南国 ＩＰＲ保护

强度对两国相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方向。 由 （２２） 式整理可得

ｋＣ
λ ａＮ

１ －
λ ａＯ － （λ － １） ａＮ

ａＯω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１ （２５）

由 ａＯ ＞ ａＮ 可知 λ ａＯ ＞ （λ － １） ａＮ ， 即 （２５） 式左边是关于 ω 的单调递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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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利用 λ ＞ ω ， 将 （２５） 式的 ω 替换为 λ ， 整理可得

ｋＣ
λ ａＮ

（λ － １） ａＮ

λ ａＯ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１

再次利用 λ ａＯ ＞ （λ － １） ａＮ ， 可得 ｋＣ ／ （λ ａＮ） ＞ １， 从而 ｋＣ ＞ λ ａＮ 。 因此 λ ａＮ

ＬＳ ＜ λ ａＮ（ＬＳ ＋ ω ＬＮ） ＝ λ ａＮＣ ＜ ｋ Ｃ２ ， 即 （２４） 式分母小于 ０， 显然分子大于 ０， 所

以 ｄω ／ ｄｋ ＜ ０。 说明随着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 北国对南国的相对工资水

平会减少， 即缩小了两国的工资差距。
再利用 Ｃ ＝ ω ＬＮ ＋ ＬＳ 可以解得

ｄＣ
ｄｋ

＝ ＬＮ
ｄω
ｄｋ

＝
λ ａＮω ＬＮＣ

ｋ（λ ａＮ ＬＳ － ｋ Ｃ２）
＜ ０ （２６）

由上式可知， 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全球总消费水平的影响方向与对两国相

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方向完全一致。
联立 （１８） 和 （２０） 式， 消去 ιＯ ＋ ιＮ 项， 整理可得

Ｃ（１ － ω
λ
） ＝ ω ａＮ（ρ ＋

ｎＯ

ｋ ｎＤ
） （２７）

上式联合 （１６） 式， 消去 ｎＤ ， 整理可得

ｎＯ ＝
λｋ ＬＳ Ｃ（λ － ω） － λω ａＮρ[ ]

Ｃ λ２ω ａＮ ＋ Ｃ（λ － ω）ｋ － λω ａＮρｋ[ ]
（２８）

（２８） 式右边只包含 Ｃ 和 ω 两个内生变量， 利用 （２４） 式和 （２６） 式的结果，
可以得到均衡条件下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

径， 命题如下：
命题 １： 南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 越有利于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通过对外直接

投资获取先进技术。
证明： 利用 （２８） 式， 可以求得

ｄｎＯ

ｄｋ
＝ －

λ２ω ａＮ ＬＳ （Ｔ ＬＮ ＋ λ Ｃ２）Ｔｋ ＋ λ２ ａＮω（Ｔ ＬＮ ＋ Ｃ２ ＋ λ ａＮρ ＬＳ）[ ]

Ｃ（λ ａＮ ＬＳ － ｋ Ｃ２）（Ｔｋ ＋ λ２ω ａＮ） ２
（２９）

其中， Ｔ ＝ Ｃ（λ － ω） － λω ａＮρ 。 由 （２０） 式可得 Ｃ（λ － ω） ＝ λω ａＮ（ρ ＋ ιＯ ＋ ιＮ）
＞ λω ａＮρ ， 所以 Ｔ ＞ ０。 由前面论证已知 λ ａＮ ＬＳ － ｋ Ｃ２ ＜ ０， 而 （２９） 式右边的其

他变量均为本文模型的内生变量或参数， 均衡时取值均大于 ０， 故 ｄｎＯ ／ ｄｋ ＞ ０。
证毕。

由命题 １可知， 当南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时， 可以有效减小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被

本土企业模仿的风险， 使得南国跨国企业每次研发成功后可以保留更长时间的技术

领先优势。 南国跨国企业会更有动力进行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进而获取先进技

术， 从而增加了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的技术存量。
（三） 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南国本土企业技术模仿 （扩散效应） 的影响

类似的， ｎＤ 除了表示南国本土企业的数量， 也代表南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存量。
注意到， 南国本土企业不会进行自主创新， 只通过模仿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获得生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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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产品的技术。 因此， 同样可以用 ｎＤ 表示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的先进技术向本土企

业的扩散情况。
联合 （１６） 式和 （２７） 式， 消去 ｎＯ ， 整理可得

ｎＤ ＝
λ２ω ａＮ ＬＳ

Ｃ ｋＣ（λ － ω） ＋ λ２ω ａＮ － λω ａＮρｋ[ ]
（３０）

等式右边只包含 Ｃ 和 ω 两个内生变量， 前面已经求解了 ｄＣ ／ ｄｋ 和 ｄω ／ ｄｋ ， 因

此可以利用 （３０） 式对 ｋ 求导得到均衡条件下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南国本土

企业技术模仿的影响， 命题如下：
命题 ２： 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南国本土企业的技术模仿呈倒 “Ｕ” 型关

系。 当南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时， 提高 ＩＰＲ 保护强度有利于南国本土企业技

术水平的提升； 反之， 当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处于较高水平时， 提高 ＩＰＲ 保护强度

反而会抑制南国本土企业的技术模仿。
证明： （３０） 式对 ｋ 求导可得

ｄｎＤ

ｄｋ
＝

λ２ω ａＮ ＬＳφ（ｋ）
ｋＣ（λ ａＮ ＬＳ － ｋ Ｃ２） （Ｔｋ ＋ λ２ω ａＮ） ２

（３１）

其中 φ（ｋ） ＝ ｋＣ（ｋＣ － λ ａＮ） Ｃ（λ － ω） － λω ａＮρ[ ] ＋ λ ａＮ ｋＣ ＬＳ（λ － ω） ＋[

ωＣｋＣ － λ２ ω２ ａＮ ＬＮ ] 。 由 λａＮ ＬＳ － ｋＣ２ ＜ ０可知 （３１） 式的分母小于 ０， 只需要确定

φ（ｋ） 的正负即可得到分子的符号， 进而确定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南国本土企业

技术存量的影响方向。 易得 ｄφ（ｋ） ／ ｄｋ ＝ ２Ｃ
ｋ（λ ａＮ ＬＳ － ｋ Ｃ２）

－ ｋＣ （ｋＣ － λ ａＮ）２{

Ｃ（λ － ω） － λω ａＮρ[ ] － λ ａＮ ＬＳｋＣ（ｋＣ － λ ａＮ）（λ － ω） － λ ａＮωｋ Ｃ２（ｋＣ － λ ａＮ）
＋ λ２ ａＮ

２ ω２ ＬＮ（ｋＣ － λ２ ａＮ）} 。 前面已证 ｋＣ ＞ λ ａＮ 和 Ｃ（λ － ω） － λω ａＮρ ＞ ０， 因此

上式大括号内的前三项均小于 ０。 下面讨论第四项。 由 （ ２５） 式可得
ｋＣ

λ２ ａＮ

＝

ａＯω
λ ａＯω － λλ ａＯ ＋ λ（λ － １） ａＮ

， 结合 ａＯ ＜ η ａＮ 容易证明
ｋＣ

λ２ ａＮ

＜ １， 从而 ｋＣ ＜ λ２

ａＮ ， 即第四项也小于 ０。 从而 ｄφ（ｋ） ／ ｄｋ ＞ ０， 说明 φ（ｋ） 随着 ｋ 的增加而增加。 注

意到 φ（０） ＝ － λ３ ω２ ａＮ
２ ＬＮ ＜ ０， 说明 φ（ｋ） ＝ ０在区间 （０， ＋ ¥） 存在唯一的正根，

记为 ｋ∗ ， 则当 ０ ＜ ｋ ＜ ｋ∗ 时， φ（ｋ） ＜ ０； 当 ｋ ＞ ｋ∗ 时， φ（ｋ） ＞ ０。 综上， 当 ｋ∈
（０， ｋ∗） 时， ｄｎＤ ／ ｄｋ ＞ ０， ｎＤ 与 ｋ 存在正向关系； 当 ｋ∈ （ｋ∗， ＋ ¥） 时， ｎＤ 随着 ｋ
的增加反而下降。 证毕。

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强一方面会增加南国本土企业的技术模仿难度， 不

利于南国本土企业发展； 另一方面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被模仿风险的下降会增加 ＯＦＤＩ 企
业数量， 从而增加了南国本土企业可模仿的对象。 命题 ２表明， 当南国知识产权保护

处于较低水平时， 随着 ＩＰＲ保护强度的增加， 模仿对象扩大给南国本土企业带来的

促进作用大于模仿难度增加带来的不利影响， 因而整体技术水平呈现上升趋势； 反

之， 当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时， ＩＰＲ保护强度增加对南国技术模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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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不利影响占主导， 从而总体上抑制了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向本土企业的技术扩散。
（四） 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南国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 （总效应） 的影响

南国通过 ＯＦＤＩ获取的技术总量用 ｎＯ ＋ ｎＤ 表示， 综合命题 １和命题 ２可知， 当

南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时， 提高其 ＩＰＲ保护强度对 ＯＦＤＩ 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对

本土企业的技术模仿均是有利的。 但是， 当南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经处于较高水

平时， 其对 ｎＯ 和 ｎＤ 的影响方向是截然相反的， 究竟孰强孰弱无法通过上述两个命

题来判断。 为此， 下文利用 （２９） 和 （３１） 式求解 ｎＯ ＋ ｎＤ 对 ｋ 的导数， 进而得到

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南国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总效应的影响方向。
命题 ３： 随着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 南国通过 ＯＦＤＩ 获取的技术总量

呈单调递增的趋势。
证明： 利用 （２９） 和 （３１） 式可以求解得到

ｄ（ｎＯ ＋ ｎＤ）
ｄｋ

＝
λ２ω ａＮ ＬＳψ（ｋ）

ｋＣ（λ ａＮ ＬＳ － ｋ Ｃ２）（Ｔｋ ＋ λ２ωａＮ） ２
（３２）

其中， ψ（ｋ） ＝ （１ － λ） Ｔ Ｃ２ ｋ２ ＋ λ ａＮωｋ Ｃ２ ＋ λ２ ａＮ
２ωρｋ ＬＳ[ ] － （Ｔｋ ＋ λ ａＮω ＋ λ２

ａＮω）Ｔｋ ＬＮ － λ３ ａＮ
２ ω２ ＬＮ 。 利用 λ ＞ １容易看出， 对任意 ｋ ＞ ０均有 ψ（ｋ） ＜ ０。 所

以， 对所有 ｋ∈ （０， ＋ ¥） ， 均有 ｄ（ｎＯ ＋ ｎＤ） ／ ｄｋ ＞ ０。 证毕。
命题 ３表明， 当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处于较高水平时， 提高 ＩＰＲ 保护强度对

ＯＦＤ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对本土企业技术模仿的抑制作用。 因而从整体

上看， 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总效应与对 ＯＦＤＩ 企业技术创

新的影响方向是一致的， 均为正向。

四、 参数校准与数值模拟

前文已经通过求解模型的稳态均衡系统， 从理论上得到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对

ＯＦＤＩ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以及逆向技术溢出总效应的影响方向。 本节将基于

现实数据通过数值模拟检验理论结论， 并进一步考察南国 ＩＰＲ 保护强度变化对三

者的影响程度。
（一） 参数校准

模型中需要校准的参数有 ρ， ＬＮ， ＬＳ， ａＮ， ａＯ， λ{ } 。 为了避免参数设置的随

意性， 同时使模型能更好模拟现实世界， 本文利用已有文献和现实数据来校准参

数。 由于不同来源的数据最新可获得年份不一致， 为了使用于校准的数据更为平

滑， 本文统一采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的年度平均数。 ρ 代表两国代表性消费者的主观贴

现率， 参考 Ｂｏｒｏｔａ （２０１２） ［３２］设定为 ０ ０５。 ＬＮ 和 ＬＳ 分别表示北国和南国的劳动力数

量， 由世界银行数据库可知， 以 “十亿人” 为单位，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人口总数分别为 １ ０４和 ６ ４７， 故 ＬＮ 和 ＬＳ 分别赋值 １ ０４和 ６ ４７。 ａＮ 和 ａＯ

分别表示北国企业和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的创新研发劳动力投入系数， ａＮ 参照 Ｇｌａｓｓ 和
Ｓａｇｇｉ （２００２ｂ） 设定为 ３， 同时 Ｇｌａｓｓ和 Ｓａｇｇｉ （２００２ｂ） 认为跨国管理会导致生产率

下降， 具体而言成本会提升 ２０％， 故本文设定 ａＯ ＝ １ ２ ａＮ ＝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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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为创新成功后产品质量提升的倍数， 根据产品不同代际的定义， 其取值可以

在较大范围内变化。 如将同一产品的少量改进理解为下一代， 则 λ 应设定得比较

小； 若将推动产业发展的重大创新设定为下一代， 则 λ应赋予相当大的取值。 为了避

免主观定义产品代际之间的质量提升程度， 也使模型更好地模拟现实情形， 本文使用

北国企业创新研发均衡条件即式 （２０） 对 λ进行校准。 将 Ｃ ＝ ωＬＮ ＋ ＬＳ 代入式 （２０）
后， 要求解 λ 还需对 ω 和 （ιＯ ＋ ιＮ） 的稳态值进行校准。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

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发达国家相对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为 ５ １２， 故取 ω ＝ ５ １２。 （ιＯ
＋ ιＮ） 表示全球创新强度， 由于本文假定人口数量恒定， 经济增长仅来源于创新， 故

用全球 ＧＤＰ 增长率来校准 （ ιＯ ＋ ιＮ） 。 由世界银行数据库可得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球

ＧＤＰ 平均增长率为 ２ ８％， 即 ιＯ ＋ ιＮ ＝ ０ ０２８。 将上述内生变量及外生参数的取值代

入式 （２０）， 可求解得 λ ＝ ５ ７０。 总结上述结果， 模型参数取值及依据见表 ２。

表 ２　 模型参数校准与说明

参数 含义 校准值 数据来源

ρ 主观贴现率 ０ ０５ Ｂｏｒｏｔａ （２０１２）
ＬＮ 北国劳动力数量 １ ０４ 世界银行数据库

ＬＳ 南国劳动力数量 ６ ４７ 世界银行数据库

ａＮ 北国企业研发劳动力投入系数 ３ Ｇｌａｓｓ和 Ｓａｇｇｉ （２００２ｂ）
ａＯ 南国跨国企业研发劳动力投入系数 ３ ６ Ｇｌａｓｓ和 Ｓａｇｇｉ （２００２ｂ）

λ 每次创新的质量提升量 ５ ７ 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 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 数值模拟

根据表 ２给定的参数值， 在各内生变量均大于 ０的约束下， 南国知识产权保护

强度 ｋ 的取值范围为 ２ ０８～３ １１。 本部分将通过数值模拟考察 ｋ 在此区间内变化时

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技术回流与技术扩散以及南国总体技术水平的变化趋势。 从图 ３—
图 ５可以看出， 数值模拟的结果与命题 １—命题 ３ 的理论结论完全相符： 南国 ＩＰＲ
保护对 ＯＦＤＩ企业的技术创新和逆向技术溢出总效应有促进作用， 而与技术扩散呈

倒 “Ｕ” 型关系。 图 ６将三种效应置于同一个图形中， 可以看出， 相较于技术创新

而言， 南国 ＩＰＲ保护对 ＯＦＤＩ技术扩散的影响十分微弱。 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

增强会增加南国本土企业技术模仿的难度， 但也可以通过促进 ＯＦＤＩ 增加本土企业

的模仿对象。 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加强 ＩＰＲ 保护对本土企业技术模仿的负向影响和

正向影响的力度相当， 倒 “Ｕ” 型幅度小。 由此亦说明， 南国 ＩＰＲ 保护对 ＯＦＤＩ 逆
向技术溢出总效应的影响也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 技术扩散的贡献很低。

（三） 敏感性分析

本文将表 ２的参数取值作为基准， 结合已有研究， 分别设置六个外生参数变动

的情景， 通过对比分析考察模型参数变动后数值模拟结果的稳健性。 首先， 关注主

观贴现率 ρ ， 已有文献通常设置在 ０ ０１ ～ ０ ０５ 范围内。 在前四组敏感性分析中将

这个参数分别设定为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３和 ０ ０４。 其次， 考虑两国劳动力数量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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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Ｇｌａｓｓ和 Ｓａｇｇｉ （２００２ｂ） 将南国和北国的劳动力数量分别设置为 ６ 和 ３， 而

Ｌｕｎｄｂｏｒｇ和 Ｓｅｇｅｒｓｔｒｏｍ （２００２） ［３３］则设为 ２和 １， 本文将这两篇文献的设定用于第

五组和第六组敏感性测试。 再次， 对于企业的研发劳动力投入系数，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８） 设定 ａＮ 为 ２， 由于本文模型要求南国 ＯＦＤＩ 企业的研发成本稍高于北国

企业， 因此保留基准设定中 ａＯ ＝ １ ２ ａＮ 的关系， 在第七组敏感性测试中令 ａＮ ＝ ２、
ａＯ ＝ ２ ４。 最后， 考虑每次创新的质量提升量 λ 变动对模拟结果的影响。 为了使北

国利润为正， 必须有 λ ＞ ω ＝ ５ １２， 不妨将 λ 设置为一个十分接近 ω 的数值 ５ １３，
并以基准值 ５ ７为均值， 再取 λ ＝ ６ ２７以考察 λ取较大值的影响， 以此进行最后两

组敏感性测试。 最终， 九组敏感性测试得到的结果均与基准设定一致， 说明研究结

论稳健。

图 ３　 ＩＰＲ保护对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技术　 　 图 ４　 ＩＰＲ保护对南国 ＯＦＤＩ企业技术

　 　 　 　 　 　 　 创新的影响　 　 　 　 　 　 　 　 　 　 　 　 　 　 扩散的影响

图 ５　 ＩＰＲ保护对南国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　 　 　 图 ６　 ＩＰＲ保护与南国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

　 　 　 　 　 溢出总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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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次在南北产品周期模型中引入南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渠道， 并区分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和扩散效应， 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具有垂直创新的开放经

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深入研究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南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

术溢出的影响。 结果表明： 第一， 提高南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降低了南国 ＯＦＤＩ 企
业被模仿的风险， 有利于 ＯＦＤＩ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回流。 第二， 南国知识产权保护

强度的增加一方面增强了南国本土企业的技术模仿难度， 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本土企

业的模仿对象， 在这两种不同机制的共同作用下， 南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南国本

土企业的技术模仿呈倒 “Ｕ” 型关系。 第三， 与 ＯＦＤＩ 企业的技术创新相比， 南国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技术扩散的影响力度十分微弱。 ＩＰＲ 保护强度对南国 ＯＦＤＩ 逆
向技术溢出总效应的影响取决于技术创新， 即加强南国 ＩＰＲ 保护强度有益于南国

技术总量的提高。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很多领域处于 “南国” 的位置， 基于这个角

度， 本文的政策建议是： 其一， 政府应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 为企业对

外投资提高便利， 减少企业的投资成本， 让更多的企业 “走出去” 获取发达国家

的先进技术。 特别地， 应持续推进双边 ／多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和修订。 由于早期的

投资协定多是站在引资国的立场签订的 （梁咏， ２００８） ［３４］， 当前应根据中国 “引
进来” 和 “走出去” 并重的开放战略， 综合考虑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两个方面，
及时修订签订时间较为久远的投资协定。 从制度方面保障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在东道

国享有与本土企业相同的投资待遇。 其二， 应该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确保

母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新技术能得到有效保护， 以激励更多外国子公司的

技术经由 ＯＦＤＩ渠道回流本国。 具体而言， 一方面要及时修订和完善法律法规， 特

别是对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与传统产业存在较大差异的新领域、 新业态， 应根据科

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及时修订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应简化知

识产权的维权程序， 降低被侵权者的维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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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７３ （１）： １８９－２１２
［２５］ ＧＬＡＳＳ Ａ Ｊ， ＳＡＧＧＩ Ｋ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２ｂ， ５６ （２）， ３８７－４１０
［２６］ ＤＩＮＯＰＯＵＬＯＳ Ｅ， ＳＥＧＥＲＳＴＲＯＭ Ｐ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０， ９２ （１）： １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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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ＨＥ Ｈ， ＹＵ Ｚ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ｙｃｌｅ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

３７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期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ｎｏｍｉｃｓ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１８， ５３： １６０－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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